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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 《盛京赋》 与清代政治文化
———以 《盛京赋》 的发布、

传播与阅读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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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乾隆八年， 皇帝东巡谒陵， 撰 《盛京赋》， 将 “盛京” 这一地理概念从三个方面与清代政治文

化相联系： 优厚的自然条件， 象征着大清得自天眷； 淳朴的社会礼俗， 展现着满人道德风尚； 肇基建都的

历史， 启示后人不可 “忘本”。 继而， 皇帝通过行政体系与文教组织的渠道制造、 传递诗册， 促使臣僚阅

读。 在传阅 《盛京赋》 的过程中， 读者的关照不仅在于文学品鉴， 更在于政治意涵。 整个过程展现出盛清

朝廷影响精神世界的渠道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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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 重申满洲旧俗， 展示皇家气派， 申说开国历史， 巩固臣民对清朝政权的忠诚与向心力。 见刘凤云：
《 “有治人无治法”： 康雍乾三帝的用人治国理念》， 《求是学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林存阳： 《三礼馆： 清代学
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１５０—１７８ 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 Ｃｈａｎｇ， Ａ Ｃｏｕｒｔ ｏｎ
Ｈｏｒｓｅｂａｃｋ：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Ｔｏ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ｎｇ Ｒｕｌｅ， １６８０ － １７８５．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７，
ｐｐ． １４ － ３３， １６０ － ２１７， ２１９ － ２５８．

“政治文化” 指特定时空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态与意识， 是一国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系着政治权威的构建， 是国家政治机器得以运行、 统治精英得以凝聚的原理所在。 举凡中国历

代强大王朝， 几乎都将政治文化的构建与完善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①具体到清代， 特别是

在 “乾隆盛世” 中， 清高宗以 “敬天法祖” 为口号， 同时从上天受命、 祖宗统胤两个角度汲取

政治合法性， 并将这两个概念与清王朝起源史事、 满洲传统习俗、 汉人儒学思想和文词书写等文

化元素相结合， 形成了 “多元一体” 的政治文化。②这是清朝能够成功统治广袤国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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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余荫直至今日，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然而， 这一政治文化构建并非朝夕之间通过一纸命令完成， 而是通过多种方式、 经历了许多

具体历史过程， 在 “自上而下” 的推行与民间对官方的呼应中才得以实现。 这些具体机理， 常

常不为人们所知。 近距离观察盛清时代涉及政治文化建构的事件与举措， 对于理解清朝文化政策

的手段与意义， 进而明晓统治者如何提升国家凝聚力， 都不无裨益。
本文即通过剖析一个微型历史事件———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 《盛京赋》 的创作、 传播与阅读

———来考察乾隆时代政治文化建构的方式及意义， 思考清人如何通过文化传播的媒介绘制政治文

化的图景。 仅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 《盛京赋》 只是一部御制诗赋体裁的文学作品， 然而这一文

学作品的写作背景承载了清朝皇帝以 “盛京” 作为符号书写 “敬天”、 “从俗” 与 “法祖” 的政

治文化， 具有特殊意义。① 不仅如此， 在诗赋创作之后， 皇帝将其制成数种图书， 并且在具有政

治属性的渠道中进行分发； 不同的读者读到书册后， 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 这些都关乎政治文化

的建构， 体现了权力对观念世界的影响。 近年来， 围绕书籍流通与阅读的 “书籍史” 研究逐渐

兴起， 学界对书籍传播与知识接受这一 “媒介的政治史” 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作出了富有新

意的探索。② 在这一视野下， 通过考察这一附着了政治意义的文化载体的传播过程， 可以帮助我

们认识乾隆朝政治文化构建的特殊性。

一、 《盛京赋》 的写作背景

《盛京赋》 的写作背景， 与清初 “盛京” 这一地理概念在政治文化中的印象变迁有着重要联

系。 在地理范围内， 清人所谓 “盛京” 包括了两层含义： 一层是盛京城， 也就是清朝入关前的

旧都； 另一层则是整个盛京将军与盛京五部管辖区域， 涵盖了东北地区相当广阔的地理范围。③
而从文化上， “盛京” 则象征着 “发祥之地”， 是 “敬天法祖” 这一政治文化观念的重要寄托。④

然而， 将地域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 并非骤然完成； 相反， 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 清廷迁都北

京以后很长一段时期， 盛京这一地理概念在朝廷文化版图中的地位并不显著， 更谈不上政治文化

的载体。 睿亲王多尔衮奏请迁都时称：
燕京势踞形胜， 乃自古兴王之地……皇上迁都于此， 以定天下， 则宅中图治， 宇内朝宗

无不通达， 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 可以锡四方和恒之福。⑤
身处盛京的顺治帝乃遣官祭告盛京太庙：

顺众志迁都于燕， 以抚天畀之民， 以建亿万年不拔之业。 谨告。⑥
无论是多尔衮的奏言还是顺治帝的告庙词， 都将燕京看作是新的 “帝业所基” 之处。 这就

意味着清王朝从未来的战略规划考虑， 开始将统治重心全面从盛京投向北京。 盛京百官绝大多数

随同入关、 来到北京， 东北地区仅留镇守官等少数机构， 行政机构大为削弱， 乃至 “人去衙

空”⑦。 后虽设盛京五部及盛京将军等职官， 但盛京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已大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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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斌：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 新星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２１ 页。
孟繁勇： 《清代盛京将军与陪都机构权力关系的演变》， 《社会科学辑刊》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刘凤云： 《奠都盛京： 清朝入关前文化体系的构建》， 《清史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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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政治地位的下降， 盛京的政治意义随即萎缩。① 盛京太庙祭祀的变化颇能反映出这一

时期清廷政治文化视野中盛京的地位。 盛京太庙营建于皇太极称帝之时，② 奉清朝四祖 （肇祖、
兴祖、 景祖、 显祖） 之祀。 但太庙并非仅是奉祀皇帝先人的文化场所， 更是文化与政治的联系

纽带。 先前， 正白旗备御刘学成提议建设太庙， 称：
我汗既为天地宗子， 须要……把始祖神位入坛配享， 道官唱礼， 我汗当九升九奏。 这便

是天子敬天地的道理， 朝廷当行的一宗要务。③

太庙落成后， 皇太极制定了繁复的祭祀典礼，④ 屡于命将出征、 奏捷凯旋时举行告庙仪式， 这与

刘学成的建议相合。 可知该场所在清朝的政治观念中非常重要， 君臣均对此有充分认识。
可是， 在迁都时， 清廷将太祖与太宗神位入奉北京太庙， 改盛京太庙为 “四祖庙”， 专奉四

祖。⑤ 此后， 盛京太庙的祭祀越发稀简， 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 尚有二次， 三年和四年则各仅有一

次，⑥ 顺治五年则未遣官祭祀。 是年冬， 清廷重修北京太庙后， 宣布 “四祖入庙”， 将四祖祭祀

也移入北京。⑦ 此后盛京四祖庙循例由地方官以时祭享， 朝廷不再特加瞩目， 从政治文化体系中

淡出了。 “盛京” 这一地域概念在政治文化中渐趋边缘， 这在宗庙祭祀变动中可见一斑。
然而， 盛京的政治文化意义虽然遭遇边缘化， 却并未完全消失。 尤其是关外时期君主祖陵，

即永陵 （葬四祖）、 福陵 （葬努尔哈赤） 和昭陵 （葬皇太极）， 象征着清朝祖宗所在， 未尝一

移。 固然， 清初亦曾从制度上裁省三陵祭祀， 从宗室常驻降为地方官员代办。⑧ 但是在制度之

外， 圣祖多次亲赴盛京， 展谒祖陵。 特别是康熙二十年 （１６８１）， 三藩平定， 皇帝乃命次年谒

陵， 是为圣祖的第二次东巡。 行前， 皇帝曾密谕奉天将军安珠瑚， 解释东巡谒陵的文化背景：
今……天下永归太平。 祭告天地、 太庙、 社稷毕， 复又祭告陵寝。 盛京乃祖父初创根本

之地， 朕不时思念。 现值天下无事， 欲诣山陵致祭， 亦未料定。 朕前巡幸， 未至永陵， 至今

悔恨。 今若幸彼， 必至祖辈旧址观看。⑨
平定三藩凯旋， 不仅要在太庙与社稷庙致告， 也要告祭盛京陵寝， 事实上宣告了清朝寄托祖先敬

仰与群体身份记忆的场所， 不只在于北京， 也在于盛京。 这是盛京与清代政治文化之间联系的重

要确认， 也是清朝统治者重新构建 “盛京” 观念的一个重要起点。 圣祖三次展谒盛京祖陵， 世

宗也曾于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 密谕盛京将军噶尔弼为来年谒陵作准备， 不过未能成行。􀃊􀁉􀁒

清高宗即位后， 恢复了东巡盛京、 展谒三陵的活动。 终其一生， 四诣盛京， 较圣祖为多。 高

宗对谒陵活动的意义亦有全新认识。 乾隆四十三年 （１７７８） 第三次谒陵时， 皇帝在一则上谕中，
对此有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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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朕之景仰前型， 勤恳若是， 必三至乃得晓然于心……我后世子孙诚能遵朕此旨， 处

尊位而常缅前劳， 览当年原巘而兴思， 拜旧里松楸而感怆， 自必凛然于天眷之何以久膺， 憬

然于先泽之何以善继， 知守成之难， 兢兢业业， 永保勿坠， 则我大清累洽重熙之盛， 洵可绵

延于亿万斯年矣。①

可以看到， 高宗对盛京谒陵意义的表述， 已经不再停留于君主和大臣之间秘密通信中， 而是对臣

民公开宣教， 成为朝廷文化政策的一部分。 这说明， 谒陵活动已经从皇帝个人追思祖宗的 “孝
思” 抬升到对清朝 “天眷”、 “先泽” 的重申， 关乎朝廷根本 “永保勿坠” 的高度。

在这一转变中， 乾隆八年高宗首次举行谒陵盛典是其起点。 这次谒陵起于该年七月初八日，
皇帝奉皇太后先赴热河， 再往盛京， 展谒祖陵， 于九月二十四日进入盛京城。 次日， 皇帝亲自率

王大臣诣太后宫行庆贺礼， 并颁诏天下， 赐盛京将军、 大臣、 宗室等及扈从之王、 大臣等宴。②
十月初一日， 皇帝启銮回京， 临行前发布了 《盛京赋》。③ 因此， 虽然从程序上讲， 行礼、 颁诏、
赐宴均表示谒陵礼成， 但事实上只有 《盛京赋》 的发表才真正宣告这一次东巡谒陵圆满落幕。
这正是 《盛京赋》 的创作背景。

二、 《盛京赋》 的政治涵义

《盛京赋》 同时有满汉两种文体， 满文韵脚完备， 汉文典故繁复， 在两种不同的文学体系中

兼具匠心， 可称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一种体现。④ 汉文本 《盛京赋》 分为序文、 赋文、 颂文三部

分。 序文中略述了 《盛京赋》 的写作背景， 亦即该次东巡谒陵活动之大要。 其开头强调 “以祖

宗之心为心” 的重要性， 暗示 《盛京赋》 并非单纯追求文词富丽的盛世雅颂， 而带有政治意涵：
尝闻以父母之心为心者， 天下无不友之兄弟； 以祖宗之心为心者， 天下无不睦之族人；

以天地之心为心者， 天下无不爱之民物。 斯言也， 人尽宜勉， 而所系于为人君者尤重。 然三

语之中， 又惟以祖宗之心为心居其要焉。⑤

赋文是 《盛京赋》 的主体部分。 在该部分中， 高宗逞其文采， 叠砌嘉辞， 广引典故， 先叙

盛京山川壮阔、 草木茂盛、 鸟兽丰美， 以示满人祖先受命于此； 继而列述太祖太宗肇基 “旧
沈”， 营建城垣， 厘定八旗， 辟清礼俗， 勘正国语， 征伐诸部之事， 指出正是由于盛京 “郁葱佳

气， 盘礴无垠； 民风噩噩， 伾侁自然”， 而 “国以殷富， 兵以盛强”， 才有世祖 “因人心之归清，
顺天意之厌明， 扫驱除之闰位， 统子弟之精兵， 无亡矢遗镞之费， 而膺图正位乎燕京”。 回顾盛

京的自然情况、 人文气息及历史故事之后， 高宗如此表述 “盛京” 这一政治符号的意义：
尝考千古之兴替， 稽百代之历数， 拒符瑞之难谌， 信仁义之堪守， 斥逐鹿之蛊说， 审神

器之有授， 乃如帝命不时眷清孔厚也。 不有开之， 何以培之？ 不有作之， 何以得之？ 夫其披

荆棘， 冒氛霾， 历艰辛， 躬利害， 无嬗代之迹而受车书之来者， 盖 《书》 所谓 “于汤有

光”， 《诗》 所谓 “民之攸归” 矣。 皇矣陪都， 实惟帝乡！⑥

换句话说， 盛京 “帝乡” 的风土、 民俗、 历史， 决定了清朝能像 “汤、 武革命” 一般， “无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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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迹而受车书之来”， 享有国祚， 可谓皇矣。 这无疑是对盛京之政治文化意义的一次华丽展示。
颂文亦表达了类似的情感： 盛京之地， “大山广川， 作观万方； 虎踞龙蟠， 紫县浩穰； 爰浚

周池， 爰筑长墉； 法天则地， 阳耀阴藏”； 清人祖先 “休养百年， 既丰而泰； 溯其始谋， 继序敢

懈”； 在谒陵过程中， 高宗亲眼目睹了 “左墄右平， 坤阖乾辟， 土壁葛灯， 遐哉俭德”， 乃教其

后人 “敬之敬之， 翼翼惴惴， 于亿万岁， 皇图永绵”。①

总的来看， 《盛京赋》 描述中的盛京同时具有三方面的特征： 优厚的自然条件， 象征着大清

得自天眷； 淳朴的社会礼俗， 展现着满人道德风尚； 肇基建都的历史， 启示后人不可 “忘本”。
这三点特征呼应着 “敬天法祖” 的清代政治文化， 决定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 后人但遵 “以祖

宗之心为心” 便可延续其德， 国祚绵长。 这便是 《盛京赋》 文本中所展示的政治意涵。
《盛京赋》 的政治属性， 并不仅在于其文本， 也在于其呈现形式。 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 高

宗颁谕， 以满文篆体 “虽旧有之而未详备”， “宝玺印章尚用本字”， 乃 “指授臣工， 肇为各体篆

文， 儒臣广搜载籍， 援据古法， 成三十二类”②， 继而以 《盛京赋》 缮成清汉篆文。 是为满汉合

璧三十二体篆书 《盛京赋》 纂修之始。 主持此项修撰之总裁官为傅恒和汪由敦。 参与者可考有

二， 一为董元镜， 系当时有名的旗人篆刻家， 因汪由敦之延聘而入馆；③ 另一人为董炳， 本来即

以精篆刻与绘画而在内务府供职， 也派入该馆。④ 可知该工程颇得朝廷重视， 汇聚了国家最优秀

的一批篆刻人才。
三十二体篆书 《盛京赋》 的纂成， 为 “各体未备， 传习尚稀”⑤ 的满文篆体在对照汉文篆

体的基础上确定了规范字形。 高宗对此举深为自负， 认为 “既广国书， 并传古篆， 足以昭示来

许”。⑥ 傅恒等纂修官亦体察到了高宗通过满汉合璧、 “并成六书” 使满汉文化相互呼应的用意，
在三十二体篆书 《盛京赋》 最后一册跋语中径谓： “国书之新模既广， 古篆之旧制益完”。 《清朝

通志》 之 “六书” 一节的编者， 对于这一纂修工作的成就亦表赞同：
虫鱼、 鸟兽、 草木、 山川， 陶镕万象， 归于一治， 又直追古皇仰观俯察之心， 以神而明

之， 则国书为谐声之祖， 何尝非象形之祖？⑦

可以说， 三十二体篆书 《盛京赋》 的纂修， 大大丰富了 《盛京赋》 的展现形式， 其意义已不再

局限于诗赋文学层面， 更有提升满文的文化底蕴、 拓宽满洲族群文化外延的深意， 蕴含着满汉调

和的意旨。⑧

除三十二体篆书 《盛京赋》 外， 高宗还邀集朝中文人迭制 《盛京赋》 文卷碑帖。 就清廷典

籍所记载， 内府所藏有真草隶篆四体书帖 《盛京赋》， “真书为励宗万， 草书为梁诗正， 隶书为

张若霭， 篆书为汪由敦。 册高二寸许， 笔细如发”⑨。 《石渠宝笈》 中又有陈邦彦小楷书 《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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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 卷轴， 亦为宫廷精藏。① 凡此种种， 均为 《盛京赋》 超越文本内容的存在。 高宗利用这一

盛京诗文的反复书写制作， 将承载着历史文化象征的诗卷抬升到宝物的地位， 使人们从物质文化

的精致， 感到 “盛京” 这一文化符号的厚重， 进而产生对盛京以及背后清朝政治文化的崇敬。
总之， 《盛京赋》 不仅是一部清代宫廷诗赋， 更是皇帝对清朝政治文化的一种展示。 它的创

作起于清高宗首次东巡谒陵， 但又不仅是这次活动的纪述， 而是通过华丽的辞藻来渲染这一活动

中的见闻与随感来阐释皇帝心中的 “国家圣地”， 进而表达皇帝理想中的政治图景。 而在创作之

后， 皇帝又一再精制秘卷， 试图通过物质文化显示 《盛京赋》 的内涵。 皇帝晚年自称谒陵诗作

“实足以垂法守， 非仅托为吟咏”②， 充分说明了其政治文化建构的本质。

三、 《盛京赋》 的传播

文化活动的成果， 必须要经过传播推广的过程才能彰显其意义。 《盛京赋》 诗集的流通， 特

别是其逐级传阅与扩散的过程， 颇能反映出盛清朝廷如何以政治手段将其文化观念推向臣民。
《盛京赋》 的书册在外流传者， 主要为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 武英殿朱墨套印一卷本。③ 《国朝

宫史》 录大内收藏图书， 其中 《盛京赋》 条目记载称其最早刊于乾隆八年， 当即此本。④ 高宗

谒陵回京， 事在该年十月二十五日，⑤ 则其刊刻大约在此之后不久。
在京士人， 是 《盛京赋》 重点颁赐对象。 清代北京， 士子云集， 或入学监中， 或与试科举，

或就教官学， 或供职翰林， 大率同清廷教育体制产生联系。 而皇帝赐书的主要渠道， 亦是针对学

校及词馆建制。 乾隆八年遍赐国子监肄业学生， 人各一部， 又赐给满文本 《盛京赋》 于国子监

收藏。⑥ 这一赐书活动， 打破了以往颁赐国子监图书例由所司收贮、 “听生取阅” 的惯例， 直接

颁给生员本人， 史臣谓为 “出自特恩”⑦。 乾隆九年四月， 皇帝又赏赐翰詹诸臣 《盛京赋》 各一

册。⑧ 十一月十七日， 内阁典籍厅有一件档案称镶白旗觉罗学领回四部 《盛京赋》 诗册， 并提及

这四册书的来源是武英殿。⑨ 这一图书收发案例中， 诗册从武英殿刻书处经由内阁再到学校， 展

示了诗册在京流传的孔径。 此外， 下层官员也有零星得赏者。 例如韩锡胙， 乾隆十二年顺天乡试

举人， 供职国子监期间与朝鲜使臣争辩， 胜之， 经国子监祭酒鄂容安奏明， 赏给 《盛京赋》 诗

册一部， “以小臣得邀御赐， 诚异数也”􀃊􀁉􀁒。
除在京士人外， 高宗还将书册广泛赐予各省督抚、 驻防将军。 这一过程从这些 “方镇重臣”

的回奏折片中略可得窥一二。􀃊􀁉􀁓 折片中提到传递图书的方式是由 “赍折把总”、 “赍折家人” 带

往各省， 例如两江总督尹继善在奏折开头称： “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赍折人回， 荷蒙恩赐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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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珪编： 《皇朝词林典故》 卷 ２６ 《恩遇》， 余来明编： 《翰林掌故五种》，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７７６
页。
《内阁大库档案》， 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台北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登录号： １０６７３９ －
００１。
光绪 《处州府志》 卷末，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 第 １９３ 册， 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４ 年， 第 １１０１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朱批奏折》 内收录了各省高级官员奏谢恩赏诗册的折片， 这方面情况参见本文附

表 １。



《盛京赋》。”① 可知这次书籍分发， 是利用了各省在京传递奏折的机制， 命提塘官及赍折家人与

批回奏折一起带往。 从塞北到岭南， 远近悬殊， 但各省收到书册的时间几乎都集中在一个月以

内， 可知皇帝用心颇深， 特意在短期内如紧急文书般集中发给各省。
在直接御颁书册以外， 皇帝还曾利用江南发达的出版业， 将 《盛京赋》 重行印制、 以广传

阅。 苏州巡抚陈大受在收到赏赐的 《盛京赋》 书册后， 奏请广加刊刻：
惟三吴为人文之薮， 类多服古之士， 恭阅御制， 瞻仰末由， 舆情肫切。 臣敬谨刊刻， 广

布四方， 俾得家 户诵， 人人服习。 虽管窥穹昊， 蠡测沧溟， 无以悉喻高深， 而儒生末学，
获知王业之兴隆、 圣学之渊博， 于以长其忠爱之心、 矢其钦承之志， 则我皇上教思所被， 益

永永无既矣。②

稍后， 浙江巡抚常安也在谢恩折中奏请将 《盛京赋》 在当地重行刊刻：
臣愚以为尤宜家絃户诵， 俾四海臣民咸知大统之肇基、 圣孝之善述。 即如浙省仰赖皇上

承明之治， 渐喜人文化成， 观感尤切。 可否仰恳圣恩， 容臣照式刊刻， 酌量宣示， 用以昭巍

焕之文章？ 其于圣化当亦不无裨补。③

陈大受与常安的建策相似， 均是要以 《盛京赋》 作为教材， 令士子在阅读、 品鉴中领会皇帝对

开国历史的深厚感悟， 巩固士子对清朝统治的认同感； 为达到这一目的， 首先要广加刊刻， 俾得

流传。 次年三月， 陈大受奏称已刊刻告竣， 装潢四十函进呈皇帝， 同时 “一面颁发各学暨各书

院士子诵习， 仍听四方绩学之士赴局印购”， 从此 “家有球图之宝， 肆列法象之文， 至教覃敷，
莫不欢欣鼓舞”④。 此一时期， 直隶、 顺天地区商业刻书事业并不发达： 就在 《盛京赋》 创作稍

晚， 乾隆八年十二月时顺天学政赵大鲸奏称， 由于 “北地纸贵， 工本太昂”， “前任江西学政时，
刷印四经性理， 只需一两六钱， 今直隶则需七两有奇” ⑤。 连圣祖御纂四经性理等科举经典教学

用书的出版都有困难， 大规模刊行 《盛京赋》 难度可想而知。 而江浙发达的商业刻书出版业，
则很好地补上了这个缺憾。⑥

陈大受奏折中提到已将刻成的诗册颁发各学校， 这一点可以从方志中得到印证。⑦ 目前所见

《盛京赋》 诗册收藏仅限于江浙两省。 溧水、 武康、 诸暨三地的方志均标注了颁赐时间为乾隆九

年 （１７４４）； 各学所藏诗册多标明 “一册” 或 “一部”， 与各省督抚谢恩折中所述书册体例相同。
这些记载都是江浙两省以皇帝的名义将重刻诗册颁发各州县的结果。 迟至嘉庆、 道光时， 方志编

纂者仍能见到这些诗册， 证明它们经历了数十年以后仍然存世， 直到太平天国运动波及江南。⑧

有趣的是， 虽然 《盛京赋》 系讴歌盛京的诗篇， 但皇帝散发该书、 展开政治宣教的版图中

并不包括盛京。 乾隆八年 《盛京赋》 诗册恩赏各省时， 并未及于盛京将军； 奉天方志中亦未载

州县学校有收藏 《盛京赋》。 当年冬， 皇帝选定了一批图书， 命人前往盛京办事时乘便赍送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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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朱批奏折》， 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６１。
《朱批奏折》， 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０９。 “于
以长其忠爱之心”， 其首 “于” 疑系衍字。
《朱批奏折》， 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七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４ － ０１ － ２４ － ００３０ － ０３１。
《朱批奏折》， 乾隆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４ － ０１ － ３８ － ０００３ － ０２６。 翁连溪

在整理内府刻书档案时曾注意到这一折片， 但其整理本删削很大， 基本丧失了该折原意， 今不取， 见翁连

溪编： 《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 广陵书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１０—１１１ 页。
李桓编： 《国朝耆献类征》 卷 ７７ 《赵大鲸传》， 周骏富编： 《清代传记丛刊》 第 １８ 册， 明文书局， １９８５ 年，
第 ２９５—２９６ 页

陈大受与常安均未详述重刊过程， 但从常安折中 “照式” 一语判断， 应是据武英殿本依样重刻。
方志文献中所见各县学校收藏 《盛京赋》 的情况， 可参见本文附表 ２。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中江浙地区的动荡情况及其文化反映， 可参阅 Ｔｏｂｉｅ Ｍｅｙｅｒ⁃Ｆｏｎｇ， Ｗｈａｔ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７５ － ２００．



内务府 “敬谨收贮”， 该名官员直到次年二月方才出发。① 盛京内务府档案的一件残档记载了这

批图书的目录， 其中第七箱包括 《盛京赋》 三册。② 这是 《盛京赋》 分发盛京最早的记录。 两

年后， 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 武英殿御书处再次刻出一批 《盛京赋》 诗册， 仍采用相同方式交予

盛京内务府收贮。③ 两次赍送书籍， 显然都是单纯作为礼仪的收藏， 只在 “晒晾之时”④ 才能得

见天日， 并不能流通供人阅读， 盖其意并非教化盛京地方之士子。 盛京地区在 《盛京赋》 流通

版图中的隐形， 反过来也可以证明 《盛京赋》 并不是一件 “地方文本”， 而应是中央政治文化的

表达手段。
与乾隆八年至九年间的颁赏活动相比， 高宗日后精制之三十二体篆文 《盛京赋》 的颁赏范

围就要窄得多。 今见篆体 《盛京赋》 武英殿刻本有两种衍生版本： 一种仅有汉文， 三十二册；
另一种为满汉合璧， 六十四册。⑤ 据附表 １ 可知， 乾隆二十四年亦曾颁赐各省督抚， 但仅涉及十

人， 其中杨锡绂、 陈宏谋两次均得赐。 浙闽总督杨廷璋在回奏中， 将获赐书册描述为 “钦赐御

制 《盛京赋》 清汉篆书三十二体计六十四册”⑥， 可知高宗所赐为后者。 各地督抚收到书后循例

谢恩， 但并无进一步刊刻的举动。⑦ 方志中所见江南各州县学校藏本均标为 “一册” “一函”，
可知这些单册本均非三十二体 《盛京赋》。 总之， 皇帝对于晚出之三十二体 《盛京赋》 书册， 并

未如乾隆八年初版一般热心传播。 大约三十二体 《盛京赋》 意在厘正字体， 以为国文典范， 乃

藏之名山， 并非为士子诵习之用。
总之， 《盛京赋》 诗册的流通， 固然是一种文化现象， 但其中的政治意义则更值得重视。

应该指出， 清圣祖虽三谒祖陵， 但从未将谒陵纪念诗文发下臣僚。 康熙二十七年 （１６８８） 冬，
御制福陵、 昭陵神功圣德碑文， 仅是勒石于陵前， 并未给臣下传阅， 《起居注》 亦不载其

文。⑧ 与乃祖相比， 高宗对谒陵诗赋的展示无疑要积极得多。 个中缘由， 固然与高宗喜弄文墨

的个性有关， 但放眼整个运作过程， 则可以看到政治文化建构 “有意为之” 的轨迹。 皇帝御

赐各省督抚 《盛京赋》 诗册， 以及此后江浙两省基于赏赐诗册的重刻和颁发， 还有州县学校

对这些诗册长达一个世纪的保存， 构成了一个漫长的、 从皇帝到士子的书籍流传的链条。 同

时， 皇帝也通过京师文化教育体制， 针对在京士人群体颁赐 《盛京赋》 诗册。 两条途径， 一

条结合了行政文书网络与商业出版业， 另一条利用了 “大一统” 王朝对学校教育体系的掌控，
最终达成了官方意识形态读物的传播。 这一链条中， 带有政治意味的、 “自上而下” 的宣教是

书籍流传的动力， 国家行政信息体系与文教组织是其伸展渠道， 而江浙的图书刊刻行业则是

权力与文化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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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和硕和亲王为朱笔圈出书一百三十七种解送盛京收贮事谕》 （乾隆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辽宁省档案馆编：
《黑图档·乾隆朝》 第 ２ 册， 线装书局， ２０１６ 年， 第 ３１１—３１２ 页。
《书籍装箱目录 （残）》 （无时间项）， 辽宁省档案馆编： 《黑图档·乾隆朝》 第 ２ 册， 第 ３０８ 页。
《都虞司为知会果园催总宋鼐等带往八旗氏族通谱等书籍请查收事咨掌管理盛京内务关防佐领等》 （乾隆十

一年十月十五日） 附 《和硕和亲王谕》， 杨丰陌编： 《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 辽宁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１９ 页。
《和硕和亲王为朱笔圈出书一百三十七种解送盛京收贮事谕》 （乾隆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辽宁省档案馆编：
《黑图档·乾隆朝》 第 ２ 册， 第 ３１２ 页。
中国民族图书馆有该六十四册本， 著为光绪朝武英殿刻本， 疑系乾隆本之重印。
《朱批奏折》，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９５ － ０４６。
杨锡绂身后， 其子杨有涵纂成遗集， 仅录其乾隆八年谢恩折， 不及二十四年之折片， 亦见时人态度有差。
其所录八年奏疏见杨锡绂： 《四知堂文集》 卷 ６ 《谢御制赐盛京赋疏》， 《四库未收书辑刊》 第 ９ 辑第 ２４ 册，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第 １７５ 页。
《清圣祖实录》 卷 １３８， 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甲辰。



四、 被阅读的 《盛京赋》

在官方的力推之下， 作为带有政治属性的文艺书写， 《盛京赋》 进入了 １８ 世纪中后期清朝

士人的阅读世界之中。 对 《盛京赋》 的阅读体验， 以模仿、 评述等衍生写作的方式展现出来，
构成了清人对 《盛京赋》 及其背后政治文化的接受史。

《盛京赋》 发表后， 最先出现的阅读与回应来自在京文人官僚。 《皇清文颖》 中收录了不少

文臣在谒陵礼成后撰写的纪颂诗赋， 例如翰林官员宋楠有 “彩毫珠玉三千字， 亲洒云笺赋盛京”
①之句； 另一翰林官员于振， 虽 “未获躬随法驾”， 仍撰制谒陵恭纪诗， 其中有句： “万几清暇

富文章， 顷刻龙鸾天际翔， 赋就盛京思剑舄， 舞成世德念羮墙。”② 以上显然均系读 《盛京赋》
之后所作。 这些都是从歌颂谒陵盛典的角度回应 《盛京赋》。

在京朝廷文臣对 《盛京赋》 的阅读与回应中， 注文、 跋语之缀增， 尤为醒目。 乾隆八年武

英殿朱墨套印本 《盛京赋》 中， 除了皇帝诗赋原文外， 句间有注文， 篇后有跋语。 注文和跋语

由朝中两大重臣鄂尔泰、 张廷玉领衔， 多位高级官员列名， 而实际作者则为兵部侍郎汪由敦。
鄂、 张两人均未扈从东往， 因而注解与作跋更多是以文学上的接受来显示政治上的效忠。 注文中

博引经史， 用儒学经典及历史故事解说赋文句意。 而跋语则高度评价了高宗此赋的文采， 以为

“自书契以来， 著作之府， 鸿章巨篇， 未有盛于斯者也”； 但更重要的是， 跋语中强调了盛京这

一符号在清朝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 所谓 “我皇清凝受宝命， 奠亿万载丕基， 肇迹神皋， 抚临

中夏， 发祥流庆， 实始盛京”， 而皇帝谒陵， 意义不仅在于 “谒桥山而展孝”， 更重要的是通过

“揽形势之浑雄， 仰宫阙之素朴， 缅英贤之勋绩， 怀德化之忠厚”， 体悟 “夫天作帝省之勤， 所

以孕虞育夏、 甄殷陶周者， 厥有所自”， 亦即以展谒祖宗陵寝、 望察满洲旧俗、 闻见开国史事的

方式， 领会及阐发清代政治文化； 故而在跋语作者看来， 《盛京赋》 亦非寻常诗赋， 而有着皇帝

宣示教化的重要意义， 所谓 “摅宝墨、 掞奎章， 思若涌泉， 笔不停缀， 勒为斯赋， 垂示无极”③。
这无疑是对 《盛京赋》 中政治意蕴的呼应。

汪由敦还撰制了 《盛京赋赞》， 以另一种诗赋文体对 《盛京赋》 作唱和：
丹陵苍苍， 京邑煌煌。 我皇至止， 龙旗洋洋。 肆觐桥山， 祀事孔明。 载临酆宫， 有秩其

容。 以朝以晏， 以诘戎兵。 仪举礼备， 风翔恩滂。 爰洒宸翰， 经纬宫商。 摛藻云汉， 濡毫溟

沧。 含跨东马， 陶铸班扬。 笔不停缀， 蔚为天章。 昭示万古， 何天之龙。 传观骇汗， 盥诵激

昂。 敬勒籀篆， 冀托无疆。④

毫无疑问， 注文、 跋语及 《盛京赋赞》 是朝廷重臣在仔细阅读 《盛京赋》、 理解赋文句意、 领会

隐藏在赋文之下的政治涵义的基础上， 对 《盛京赋》 的二次阐发， 亦是意识形态建构工程在朝

廷大臣处所得到的正面回应。 颁发于外的 《盛京赋》 诗册， 是皇帝赋文与大臣注跋的融合， 展

现了一种君臣同心、 翼戴国统的文化情境。
随着 《盛京赋》 书册的传播与扩散， 不同层级的读者亦给出了多样的回应。 皇帝将 《盛京

赋》 诗册颁赐各省大员时， 各省督抚的反应深浅不一。 例如广州将军策楞， “跪读鸿篇” 之后，
称 《盛京赋》 的文字 “真不羡 《三都》 《两京》 之富丽”， 并颂及此次谒陵 “论列佐命， 褒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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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殁存均沐恩荣， 实为亘古未有之旷典”。① 而浙江总督常安对 《盛京赋》 的领会， 则显然较

“未尝学问” 的策楞要深得多：
虽臣之谫陋， 万不足以窥测高深， 而天心之所以眷顾， 与列圣之所以凝承， 以及山川之

广厚、 规制之周详、 俊杰之挺生、 庶物之蕃盛， 无不昭若日星、 炳如云汉， 并仰见我皇上敬

天法祖、 基命宥密之圣心， 以此益颂天朝景运原为超轶古今， 而圣主宸章尤足并垂谟典。
……盛京发祥之地为祖宗缔造之区， 今又钦奉御制， 敷扬光昭， 文谟武烈， 岂若 《三都》
《两京》 仅属词臣之作！②

常安与策楞均将 《盛京赋》 同中国文学史上赋文的典范 《三都赋》 《两京赋》 相比较， 这是清

人对 《盛京赋》 的常见感受。 所不同的是， 策楞赞颂高宗之文笔富丽， 仅属一般谀词； 而常安

则提出， 《三都赋》 《两京赋》 仅是文辞华丽的 “词臣之作”， 而 《盛京赋》 则体现了 “天心眷

顾”、 “列圣凝承” 及高宗 “敬天法祖” 的 “圣心”， 故而这一承载了 “发祥” 意蕴的赋文足以

“垂谟典”， 有着政治教化的作用， 较之绮丽颂词更有分量。 可以看到， 常安的看法， 无疑更接

近高宗的本意。
除了省级官员， 借助于地方刊印， 江浙地区的普通士人们均可在学校读到 《盛京赋》 的重

刻本。 乾隆十六年南巡时， 即有 “工书” 之苏州籍贡生蒋仙根缮写 《盛京赋》 进呈， “蒙文绮之

赐”。③ 清中叶的地理学家徐松在述及当时以舆地观念为题材创作赋文的风尚时， 将 《盛京赋》
作为引领流风的起点：

国家抚有六合， 尽海隅出日咸入版籍。 康熙、 乾隆中屡测星度， 刊定舆图， 于是绩学之

士闭户著书， 能知宇宙之大。 又恭读高宗纯皇帝圣制 《盛京赋》， 流天苞以阐地符。 一时名

公巨卿， 如周海山先生使琉球， 作 《中山赋》； 纪晓岚先生谪西域， 作 《乌鲁木齐赋》； 和

泰庵先生镇卫藏， 作 《西藏赋》。④

《中山赋》 等一批名作均系仿照 《盛京赋》 而生， 可见 《盛京赋》 的传播与阅读对当时士大夫

的巨大影响。 朱珪谓 《盛京赋》 “万口传诵”，⑤ 的非虚言。
总结以上对 《盛京赋》 的阅读与回应， 不难看出 《盛京赋》 的接受史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

事实上， 《盛京赋》 的传播令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这正是官方主导下的结果； 高宗亦有意利用

这一方式， 力图令臣下在阅读、 唱和 《盛京赋》 时， 一面要品鉴文艺写作方式， 一面要体察政

治文化意蕴， 以期同时强化其文学与政治意义。 乾隆十九年高宗第二次谒陵后， 兵部侍郎彭启丰

撰有 《圣驾再临盛京赋》， 在序文中提到皇帝特地对诸臣 “宣示 《盛京赋》”， 暗示文人以此为

撰写谒陵恭纪诗赋的范本。⑥ 乾隆朝 “五词臣” 之一的钱陈群也提到， 高宗第二次谒陵期间他曾

“伏读八年秋皇上御制 《盛京赋》 一篇”， 并称 “凡以发明祖德， 推本所自， 山川形胜、 风土人

物， 自文字肇起以来称极则焉”⑦， 与彭启丰之记述相印证。 可知皇帝也有意利用这一点， 将传

阅 《盛京赋》 作为对臣下 “宣布德教” 的重要媒介。 而从钱陈群的读后感来看， 这一宣示活动

无疑起到了效果。 后来钱陈群有更为清晰的表述：
御制 《盛京赋》， 追溯列祖创业垂统， 原发迹之隆， 述诒谋之远， 山川之深厚， 风俗之

敦厖， 数千余言， 考据精博， 气体矞皇。 其于风也， 为 《七月》； 其于雅也， 为 《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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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书契以来第一文字！①

钱陈群此语固系谀词， 但其关照更值得注意。 他的 《盛京赋》 阅读体验不仅有对 “气” 的

关注， 更有对 “发迹” “山川” “风俗” 在 “创业” 中意义的领悟。 这正是高宗想要让人接受的

政治文化观念。 钱陈群对赋文作出了 “第一文字” 的高度评价， 但他在具体阐发这一评价时，
涉及文采的 “气体” 仅有一句解释， 而对思想内涵的解读则占了五句之多， 这才是钱陈群立论

的重点。 《盛京赋》 的阅读， 提示文臣在日后创作与评价诗赋时， 不仅要重视文采， 更要重视思

想性， 亦即诗赋要与政治文化的主题相称。 在这一语境中， 《盛京赋》 是权力规训的范本， 而阅

读则是规训的手段。
另一方面， 《盛京赋》 的政治意味反过来也抬升了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力。 事实上， 清人以盛

京的名义撰写诗赋， 并非始自高宗： 康熙 《盛京通志》 录有承德县知县章经所撰之 《盛京赋》，
大约作于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 圣祖第二次东巡时；② 稍晚， 康熙三十五年圣祖三次东巡谒陵

时， 又有铁岭县知县许志进撰 《盛京赋》 进呈， 有诏嘉奖。③ 可见， 以 《盛京赋》 之名， 讴歌

乡土、 称颂巡谒， 盛京地方士人官僚早已为之。 然而在清人阅读史中反复现身的， 并非这两作，
而是比它们晚出数十年的高宗御制 《盛京赋》。 高宗御制赋文 “万口传诵”， 而章经之赋文仅存

于方志， 几乎无人提及， 至于许之赋文则已亡佚。 这种阅读体量上的差异， 当然是由于御制

《盛京赋》 在权力推动下得到传阅与宣示， 并被赋予了政治文化意蕴的缘故。

五、 结语

在 《盛京赋》 中 “盛京” 成为一个符号， 象征着清代政治文化的深层含义： 自然环境优渥、
社会风俗淳朴， 代表清朝国统得自天眷、 人民沐浴德化； 而肇基建都的历史， 则启示后人应

“以祖宗之心为心”， 发扬谟烈， 不可 “忘本而泯良”。 可以说， 《盛京赋》 重新确定了盛京在清

朝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 亦是清代 “敬天法祖” 政治理念的集中反映。 而在 《盛京赋》 的阅读

史中， 可以看到， 清王朝政治权力的运使方式十分多样。 它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庞大的官僚体系，
施加对精神世界的影响， 从而将政治渗入文化的领域中。 同时， 在政治体制之外， 皇帝仍有其他

渠道可以贯彻其意志， 例如向文臣宣示诗册、 对进呈诗册的文人给予奖励等。 这一微型案例的解

剖， 提示了 １８ 世纪清朝统治的复杂性———它不仅是一个 “军事财政国家”， 还具有将政治文化

图景推向臣民的强大力量。
高宗去世后， 其继任者清仁宗仍用御制谒陵诗文作为申述政治文化的手段， 而 《盛京赋》

的推广经验则成为仁宗仿效的对象。 嘉庆十年 （１８０５） 秋， 仁宗初举谒陵， 效法 《盛京赋》 作

《盛京颂》 遍示群臣， 并于是年冬刻印六十册， 命大学士庆桂等拟定颁赐对象。④ 从各省督抚奏

谢赐书的折片中可以看到， 仁宗在颁赐 《盛京颂》 时， 同样使用了奏折文书的传递系统。 而且

盛京仍被排除在第一轮颁赐名单之外， 直到诗文创作数月后才命来盛京办事之笔帖式一并带往，
盛京将军 “敬谨查收， 恭贮内库”，⑤ 不予示人。 这与高宗时期 《盛京赋》 的传播雷同。 当时人

亦意识到 《盛京颂》 与 《盛京赋》 的联系， 朱珪为 《盛京颂》 作跋语， 曾谓： “先是纯皇作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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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赋， 皇上今作颂，” “圣作圣述， 先后合揆， 则从古所未有也。”① 值得注意的是， 仁宗的模

仿， 亦是建立在细读 《盛京赋》、 理解其中政治意蕴的基础上。 嘉庆二十三年再次东巡谒陵时，
仁宗御制 《再举东巡展谒三陵大礼庆成记》 谓：

我皇考高宗纯皇帝丙辰御极， 癸亥展祀。 敬诵圣制 《盛京赋》， 巍焕天文， 聿昭美备。
仰窥 “以祖宗之心为心” 居其要， 一言赅众理。 传奕祀子子孙孙钦承勿替。 大清景运隆长，
实系于此也。②

这是对 《盛京赋》 在清代政治文化体系中的定论， 可称 《盛京赋》 在清人阅读史的定格。

附表 １　 乾隆朝 《盛京赋》 在各省的分发情况

序号 档号 收到书册时间 具奏谢恩时间 官职 受赐人 传递书册者

１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４６ 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八年十一月初九日 直隶总督 高斌 （不详）

２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４４ 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山西巡抚 刘于义 赍折千总赵世
英

３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５２ 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陕西巡抚 塞楞额 赍折人

４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１１ 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河南巡抚 硕色 赍折家人

５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３１ 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八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

东河总督 完颜伟 赍折人

６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２９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八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

江苏布政使 安宁 赍折家人

７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２６ （不详） 八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

山东巡抚 喀尔吉善 赍折千总马中
和

８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３０ 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八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

湖北巡抚 晏斯盛 标员王登武

９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１０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八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

苏州巡抚 陈大受 赍折家人

１０ ０４ － ０１ － ２４ － ００３０ － ０３１ （不详） 八年十二月初七日 浙江巡抚 常安 （不详）

１１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８１ 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南河总督 白钟山 赍折把总

１２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８０ 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漕运总督 顾琮 赍折把总

１３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６１ 八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

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署理两江总
督

尹继善 赍折人

１４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６６ 八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

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江西巡抚 陈宏谋 赍折家人

１５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６９ 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闽浙总督 那苏图 赍折外委千总

１６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６８ 八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

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广西巡抚 杨锡绂 家人

１７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９２ 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安庆巡抚 范璨 赍折家人

１８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１０２ 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贵州总督 张广泗 赍折家人

１９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７ － ０６４ 八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

八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

四川巡抚 纪山 赍折外委把总
王廷臣

８４

①
②

朱珪： 《知足斋文集·进呈文稿》 卷 ２ 《御制盛京颂跋》，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１４５２ 册， 第 ３９３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 第 ２３ 册， 嘉庆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３８０ 页。



续表

序号 档号 收到书册时间 具奏谢恩时间 官职 受赐人 传递书册者

２０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８ － ０３１ 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九年正月初六日 湖南巡抚 蒋溥 家人

２１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８ － ０１５ 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九年正月十五日 广州将军 策楞 赍折把总

２２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８ － ０３８ （不详） 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甘肃巡抚 黄廷桂 赍折家人李福

２３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３９ － ０７３ （不详） 九年三月初五日 云南总督 张允随 赍折

２４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４４ － ００３ （十年正月） 十年三月十六日 安徽布政使 魏定国 （陛 见 当 面 赏
赐）

２５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９５ － ０３２ 二十四年八月初一
日

二十四年八月十二
日

漕运总督 杨锡绂 （不详）

２６ ０４ － ０１ － １６ － ００３９ － ０５３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
日

二十四年九月初四
日

东河总督 张师载 提塘官杨定谋

２７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９５ － ０６３ 二十四年九月初三
日

二十四年九月十一
日

甘肃总督 杨应琚 提塘官王化行
之下属

２８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９５ － ０６０ 二十四年九月初九
日

二十四年九月十六
日

福建巡抚 吴士功 提塘官

２９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９５ － ０４６ 二十四年九月初九
日

二十四年九月十九
日

浙闽总督 杨廷璋 提塘官

３０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９６ － ００８ 二十四年九月三十
日

二十四年十月初六
日

江苏巡抚 陈宏谋 赍折人

３１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９６ － ０１５ 二十四年十月初十
日

二十四年十月十七
日

甘肃巡抚 吴达善 提塘官

３２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９６ － ０１９ 二十四年九月二十
六日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
一日

陕西巡抚 钟音 赍折把总

３３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９７ － ００２ （不详） 二十四年十一月二
十日

署理江西巡
抚

阿思哈 提塘官

３４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０９７ － ０３８ （不详） 二十四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

四川总督 开泰 提塘官赵大伸

３５ ０４ － ０１ － １３ － ０１０３ － ０４２ “本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

（不详） 詹事 王图炳 专差家人

附表 ２　 地方学校收藏 《盛京赋》 的情况

省份 地点
藏书
位置

出处 备注

江苏 邳州 州学 乾隆 《 （邳州志》 （乾隆十五年刻本） 卷 ３
江苏 通州 州学 光绪 《通州直隶州志》 （光绪二年刻本） 卷 ５

江苏 江阴 县学 道光 《江阴县志》 （道光二十年刊本） 卷 ５； 光绪 《江阴县志 ３０ 卷》
（光绪四年刻本） 卷 ５

毁于太平军

江苏 丹徒 县学 光绪 《丹徒县志》 （光绪五年刊本） 卷 １９ 毁于太平军

江苏 金匮 县学
嘉庆 《无锡金匮县志》 （嘉庆十八年刻本） 卷 ６； 光绪 《无锡金匮县
志》 （光绪七年刊本） 卷 ６ 毁于太平军

江苏 荆溪 县学 嘉庆 《重刊荆溪县志》 （嘉庆二年刻本） 卷 ２
江苏 句容 县学 乾隆 《句容县志》 （光绪重刊本） 卷 ６

江苏 溧水 县学 乾隆 《溧水县志》 （乾隆四十二年） 卷 ６； 光绪 《溧水县志》 （光绪九
年刊本） 卷 ７

乾隆九年奉颁， 毁于太平军

江苏 如皋 县学 嘉庆 《如皋县志》 （嘉庆十三年） 卷 ９
江苏 吴江 县学 乾隆 《吴江县志》 （民国刊本） 卷 ８
江苏 宜兴 县学 嘉庆 《重修宜兴县志》 （嘉庆二年刻本） 卷 ２
江苏 震泽 县学 乾隆 《震泽县志》 （光绪重刊本） 卷 ７
浙江 绍兴 府学 乾隆 《绍兴府志》 （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卷 １９

９４



续表

省份 地点
藏书
位置

出处 备注

浙江 昌化 县学 道光 《昌化县志》 （道光三年钞本） 卷 １７
浙江 常山 县学 光绪 《常山县志》 （光绪十二年刊本） 卷 ２９

浙江 长兴 县学 嘉庆 《长兴县志》 （嘉庆十年刻本） 卷 ４； 同治 《长兴县志》 （同治修
光绪增补） 卷 ４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慈溪 县学 光绪 《慈溪县志》 （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卷 ４ 毁于太平军

浙江 东阳 县学 道光 《东阳县志》 （民国三年东阳商务石印公司石印本） 卷 １０
浙江 奉化 县学 光绪 《奉化县志》 （光绪三十四年刊本） 卷 ８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海宁 县学 乾隆 《海宁州志》 （道光重刊本） 卷 １
浙江 淳安 县学 乾隆 《淳安县志》 （乾隆二十一年） 卷 ２
浙江 嘉善 县学 光绪 《重修嘉善县志》 （光绪十八年刊本） 卷 ３６ 毁于太平军

浙江 嘉兴 县学 嘉庆 《嘉兴县志》 （嘉庆十八年刻本） 卷 ５； 光绪 《嘉兴县志》 （光绪
三十四年刻本） 卷 ５

毁于太平军

浙江 建德 县学 道光 《建德县志》 （道光八年刊本） 卷 ７
浙江 景宁 县学 同治 《景宁县志》 （同治十二年刻本） 卷 ５ 毁于太平军

浙江 兰溪 县学 光绪 《兰溪县志》 （光绪十四年刊本） 卷 ３ 毁于太平军

浙江 龙泉 县学 乾隆 《龙泉县志》 （同治刻本） 卷 ５； 同治 《龙泉县志》 （同治十二年
刻本） 卷首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浦江 县学 光绪 《浦江县志》 （民国五年黄志璠再增补铅印本） 卷 ４ 毁于太平军

浙江 庆元 县学 嘉庆 《庆元县志》 （嘉庆六年刻本） 卷 ４
浙江 瑞安 县学 乾隆 《瑞安县志》 （乾隆十四年刻本） 卷 ２

浙江 山阴 县学 嘉庆 《山阴县志》 （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铅印本） 卷
１９

浙江 石门 县学 嘉庆 《石门县志》 （道光元年刻本） 卷 ３； 光绪 《石门县志》 （光绪五
年刊本） 卷 ４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松阳 县学 光绪 《松阳县志》 （光绪元年刊本） 卷 ３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桐庐 县学 乾隆 《桐庐县志》 （清钞本） 卷 ５

浙江 桐乡 县学 嘉庆 《桐乡县志》 （嘉庆四年刻本） 卷 ２； 光绪 《桐乡县志》 （光绪十
三年刊本） 卷 ４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武康 县学 乾隆 《武康县志》 （乾隆四十四年） 卷 ４ 乾隆九年奉颁

浙江 西安 县学 嘉庆 《西安县志》 （民国六年重刊本） 卷 １０
浙江 萧山 县学 民国 《萧山县志稿》 （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卷 １０ 上 毁于太平军

浙江 新登 县学 民国 《新登县志》 （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卷 １２ 毁于太平军

浙江 鄞县 县学 乾隆 《鄞县志》 （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卷 ５
浙江 镇海 县学 光绪 《镇海县志》 （光绪五年刻本） 卷 １０

浙江 诸暨 县学 乾隆 《诸暨县志》 （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卷 １２； 宣统 《诸暨县志》
（宣统二年刻本） 卷 １４

乾隆九年奉颁， 毁于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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